民国学者吴景超的经济思想述评
孙 智 君(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摘要：吴景超不仅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一位学识渊博、见解卓著的经济思想家。他在民国时期的经济学研究生涯可分为三个阶段，其经济思想依次更深入、更完整。本文采用宽泛意义上的“经济思想”一词，探讨了吴景超的农业经济思想、工业经济思想和区域经济思想，评析了他所提出的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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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吴景超（1901—1968），字北海，安徽徽州（歙县）人，20世纪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学术成就以都市社会学、经济学和人口学研究见长。1923—1928年留美期间，吴景超接受了严格的学术训练，出色地完成了关于都市问题的博士论文。1928年吴景超回国后执教于南京金陵大学，讲授《都市社会学》等课程，基于其博士学位论文和授课所编讲义，先后出版了《都市社会学》（1929）和《社会组织》（1929）等社会学专著。20世纪20年代为吴景超学术生涯的第一阶段，他最早从都市与产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独具一格的区域经济思想。1931-1935年间吴景超执教于清华大学，并应胡适之邀兼职于《独立评论》，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一时期为吴景超学术生涯的第二阶段。1935-1949年间吴景超转入政坛，长期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经济部参事一职，其学术生涯在达到顶峰，他先后在《新路》、《经济评论》、《观察》、《经济建设季刊》等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出版了《中国工业化的途径》（1938）、《中国经济建设之路》（1943）等经济学专著。

吴景超在民国时期的卓越学术贡献是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进行有机相结合，他凭借深厚的美国知识背景，集学者和政府官员于一身的特殊身份，以及对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的实际考察，重点对中国工业化问题、农村经济和区域经济进行了深入探讨。吴景超学贯中西，既受过西方严格的学术训练，又注重参考大量的历史资料和当时国内最权威的调查统计数据，其论著的学理基础扎实，所提出的结论和政策建议均具极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部分观点至今仍具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吴景超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
（一）工业经济思想
1.工业化出路论

尽管中国近代的工业化运动肇端于19世纪60年代，但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其成效并不显著。美国学者易劳逸的研究结果表明：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工业生产总值仅占国民收入的2.2%，而农业则占国民总产值的65%[
](p223)。
民国时期的学术界曾就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方向论题（即“以工立国”抑或“以农立国”）展开过三次大论战。吴景超始终都是“以工立国”工业化论的坚定倡导者，倡导中国现代化的唯一路径在于工业化。他驳斥“以农立国”论，强调中国应该走工业化、都市化的发展道路，因为中国的农业人口占有很大的比例，只有发展工业、发展都市，才能救济农村，中国才有出路；发展都市的重点是工矿业、交通业和金融业。美国的留学经历使吴景超看到了工业化美国和传统农业中国之间的巨大反差，也使他深刻认识到“惟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在现代的世界上生存，惟有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才能使人民的生活优美繁”[
](p2)；工业化是中国的唯一“活路”[
]。吴景超凭借深厚的专业学养和敏锐的观察力，对中国工业化的前途、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见解，对民国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景超在其代表作《第四种国家的出路》（1933）一文中，根据“人口密度”和“职业”两大标准，将世界上的国家划分为四种：第一种国家人口密度高但农业人口百分比低；第二种国家人口密度低且农业人口百分比也低；第三种国家人口密度低但农业人口百分比高；第四种国家人口密度高且农业人口百分比也高[4]。他所提出的“职业” 划分标准实质上是一种产业结构的分类标准，即按照一国农业占全部产业的比例进行分类。他认为，中国属于典型的第四类国家，此类国家的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5-80%，贫穷是其共同特点。农业是此类国家民众“谋生的主要方法”，但“以国内人口繁密的缘故，所以每家分得的农场，平均便不很大”，“一年的收入，最多只有做到温饱两字”，“除却衣食住的消费外，便没有别种享用可言”[4]。他比较了20世纪初期世界各国人民食物开销占总收入的比重，指出1918年美国工人家庭该比值为38.2%，而1913-1914年中国人均值高达80%。在他看来，中国人均值高的原因一方面在于人口过多，另一方面在于“人力的未尽，不知在农业以外，去开生产之源”[
]。他提出此类国家的出路在于[4]：充分利用国内的资源；改良生产技术，提倡“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实行公平分配；节制人口。吴景超采用“恩格尔系数”这一概念思想分析当时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这一分析方法的引入对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极具建设意义。一般而言，从长期的发展趋势而言，消费结构将由单一向多元化转变。消费结构一方面能反映产业结构，另一方面其变化能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发展。
2.工业化次序及保障体系论

抗战爆发使得中国经济陷入更为凋敝的境地。吴景超认为，中国工业化的方向始终不变，但工业化建设的次序应有别，“轻工业虽然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所不可少的，但从建国的程序来说，工业的建设，应有轻重先后之分”[
](p2)。他设计的方案是:以国防工业为工业化建设的核心，优先发展国防重工业，其次是发展与民生有关的轻工业。他强调，在西方列强拼命扩军备战背景下，中国落后的民族经济必须迅速奠定巩固的国防工业基础，即使在和平期间，中国也应保持同别国相等的军备生产潜力，只有在“国防基础稳固后，我们自然可以用权力欲致富。而且也惟有制造大炮之后，手中的黄油，才不致为他人所掠夺。换句话说，有了国防之后，再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那种提高的生活程度，才能都维持下去”[
](p143)。吴景超认为，要达成上述目标，则“必须从资金、技术和政府组织诸方面入手”[2](p1)。
首先，资金是实现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吴景超认为，解决资金问题的途径有四种。即：一是扩大现有工业的资本；二是政府取缔投资事业，通过政策导向吸引社会游资投资工业；三是鼓励海外华侨投资国内工业；四是积极利用外资[3]。吴景超特别强调，“大量利用外资以开发中国，是十分必要的”[7](p208-209)。政府可通过向外国借款、让外商直接参加国内投资等办法筹措外资,还可通过输出国内农产品换取外汇、输出矿砂等物资换取外汇、吸收华侨投资、出售金银及古物等管道筹集外汇。
其次，技术是工业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吴景超认为，技术问题包括技术设备与技术人才两个层面，企业的成功取决于产量多、产品良和产费廉三大要端[3]。他强调，要改变中国工业技术设备落后状况，增强竞争能力，在竞争中求发展，必须随时更新技术设备。他将工业化所需的人才分为高级工程师及经理人员、中级技术人才、技工职员三级，认为尚处于工业化初始阶段的中国最缺乏的是高级技术人才和中级技术人才。他提出的产业技术政策方案是：以政府为主导，一方面推行留学政策和聘用“客卿”(外国技术人员)制度，另一方面充实本国大学及研究院机构，自力更生培养技术人才[3]。吴景超的这一思想放映了当时工业界的现实诉求，也反映了其技术主义的态度和主张。
最后，政府的经济职能对推动工业化的进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吴景超指出，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苏俄政府将生产事业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的垄断方式值得“大可研究”[2](p38)。他主张，中国政府应一方面经营具有垄断性的公营事业，另一方面也应大力扶植民营事业。前者表现在政府应推行经济统制政策，后者表现在政府应通过政策和法规扶植工业的发展。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工业化的工作，一定是政府与人民的合作进行，政府既非束手旁观，也不能包办一切”[2](p38)。吴景超提出的工业化政策方案是：政府应制订有关工业的法律法规，取消转口税、地方特税，修订进口税率；大力培养技术人才，特别是中级技术人才；多设实验工厂，多做实验工作，以解决实验过程中的各种难题，对于原料加以严格检验，以免购入劣货；实施统制扶植各业发展；应发展水陆交通；集中若干专家加强新兴事业设计；设立股票交易所，促使工业资本的蓦集和流动更为便捷；降低汇率，鼓励国货出口；降低工业贷款利率等[8]。
在吴景超等学者们的倡议下，由来自金融界、企业界、学术界领域的精英代表于1939年组建了中国经济建设协会，并发表了《中国经济建设纲领》，强调列强入侵是抗战爆发后中国长期面临的威胁，战时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是优先发展国防工业，次要为改善人民生活水准。吴景超的思想主张和政策建议显示了一个充满爱国热情的学者在界定中国经济现代化任务时，试图以原则性与灵活性辩证结合的方式处理民生与国防关系的艺术。
（二）农业经济思想

1. 农业机械化论

吴景超始终强调农业、农民问题是中国工业化进程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为想提高中国农民的生活程度，使其可以与文明国家的农民相比拟，非变更他们的生产工具不可”[9]。所谓“变更生产工具”，即指实行农业的机械化。

农业机械化意味着更多资本替代劳动，那么是否也意味着失业的增加呢？吴景超认为，农业机械化的实现，不仅不会引起失业的增加，而且还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劳动力。他主张“农业机械化，应当与中国现代化或工业化同时进行” [9]。由于农业机械的使用，不仅使农产品产量可以得到保证，而且还可以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其他非农产业，“生产便会加强，事业得以发展，结果一定可以使全国的收益增加” [9]。在农业机械化的推进时序及模式上，他不赞成农业短期全部实现机械化，主张采取一种渐进的方式由局部逐步展开。其理由是：一是中国短期不可能迅速筹集起足够的资金来生产、购置农业机械；二是从劳动力转移的角度而言，非农产业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存在着一个渐进的过程。

2. 土地集中及国有化论

农业机械化与规模经营紧密相联，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非农产业发展到能够吸纳农民大量从土地中转移就业，而土地集中的程度又取决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利用农业机械化实现规模经营必须置于土地集中的基础之上。
在土地集中及流转方面，吴景超提出了一个“利用生产力来变更生产关系” [9]的构想。即：在政府的统筹安排下组建合作农场，通过利益引导的方式劝说一部分农民转业至其他产业，减少合作农场的劳动力，通过农业机械化提高生产力。农场农民的身份为自耕农，政府允许他们参加合作农场的条件是所有土地都要以债券收归国有（“政府于七年之内，付以等于地租七倍的地价”收回）。“合作农场成立前的七年，是土地由地主转入自耕农手中的时期。合作农场成立后的七年，是土地由自耕农手中转为国有时期。合作农场的推广，也就是国有土地的推广。等到农业机械化全面达到了，所有的农地，也都变为国有了” [9]。
在土地国有化的具体实现路径方面，吴景超设计的具体方案是以土地债券的形式，由国家向自耕农分七年赎买土地，逐渐实现土地国有化。农场自耕农是否赞成这种办法主要取决于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博弈，实质上涉及到农业机械化后合作农场所获收益的分配问题。吴景超对此作了详细的探讨，他指出：“理想中的合作农场是由参加农场工作的自耕农的土地与五千户转业农民的土地合并而成”；每一户自耕农所耕种的土地面积及所得均将较以前增加，“耕种的所得在合作农场成立后的七年内，因为土地还未完全移与国家，所以要照常纳税，也许是等于收入的百分之十”，又“假定曳引机（注：一种农业机械）是要租金的，此项租金，也等于收入的百分之十”，“余下来的部分，除提出若干公积金外，其余的在七年之内，一概照自耕农参加合作农场时所贡献亩数的多寡分配”：“在此七年之内，转业农民五千户的所得，由政府代收，政府于收到此五千户农民原有土地上分配得到的实物或代金后，以百分之三七点五付与转业农民，作为转业农民应得的地价”，“余下来的百分之六二点五的实物或代金，政府及用以收回自耕农的土地”；“自耕农在每一年所应得的地价，等于一年的地租，如是者七年，自耕农的土地，便为国家所有”；“在合作农场办理以后的七年之内，自耕农的收获，除了本人土地上的收获外，另外还加上百分之三七点五的地价所得，所以他的收获是增加了”；“七年之后，所有合作农场上的土地都为国有了，政府对于这个农场或者收租，或者把自耕农一律当为国家农场的雇员看待，一律付给薪资”，无论采用哪一种办法，对于农民均有利，因为“自耕农而使变为国家的佃户，其所得也会超过他在自耕农时代的所得。”[9]。

就农业发展规律而言，规模经营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但在实际的经济决策及运行中，切忌急于求成。在实践中，世界各国一般把60%－70%的农业劳动力稳定地转入非农产业作为实行规模经营的起步条件。从这一点来看，当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发展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吴景超根据孙中山倡导的“耕者有其田”思想所设计的通过土地国有化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办法，在理论上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但在实施过程中诸多操作细节是模糊的，从而也是难于推行。而且当时的国民政府处于政治上腐败和经济上无能的状态，已经无法全面实施相关的政策，因此也注定了其理论方案的空想性。吴景超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他强调，“这种计划的实行办法，尚待详细的规划，理论上也许有若干点还要修正” [9]。从中也可见其严谨治学的态度和风范。
（三）区域经济思想
1. 都市与其附庸关系论
吴景超在《都市社会学》（1929）一书中专辟《都市的经济》一章，分析都市与其附庸之间的关系，指出都市与附庸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个都市的繁盛与否，要看他的附庸富饶与否”，“都市中的商业，也视附庸中的出产品为转移”[10](p5)。所谓“都市”即指中心城市，“附庸”即指中心城市的外围辐射区域，都市与其附庸的关系即指中心城市及其外围辐射区域的关系。为论证此观点，他以天津为例指出：天津“能成为羊毛市场中心”源于其“附庸中的畜牧业发达”，甘肃、陕西、外蒙、内蒙、河北甚至河南均为其附庸，各地所产羊毛也都通过各种交通路线流入天津，天津“能集中中国羊毛之大成” [10](p6)；除商业外，都市中的工业也与附庸中的出产品有密切的关系，天津的羊毛分拣工业极其发达，甚至外国的羊毛业被运到天津，经过拣净分类，又转运出口。
如何确定某地是否是某都市的附庸呢？吴景超指出，“不是看他与某地的远近，而看他与某地的交通”，“可把蜘蛛来比都市，蜘蛛的网等于都市的铁路、河流、运河、以及汽车道，凡是某都市的铁路、河流、运河、以及汽车道所能通达的地方，便有成为那都市附庸的可能” [10](p8)。他得出的结论为：“交通是沟通都市与附庸的唯一妙法” [10](p10)。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区域交通运输条件的好坏决定了它与其他区域进行物质和人员交流的便利程度，且对产业分布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交通运输条件一方面取决于自然条件，如海岸线、天然河流；另一方面又源于人工作用。许多区域即使资源短缺，只要交通便利，也会成为经济发达区域；相反，交通不便利，即使资源丰富，也难以开发利用。交通运输条件优越可引致运输成本相对较低，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将人类生存和生产所需要的各种要素组合起来，形成产业，并降低生产成本。许多城市和工业区的兴起也大都与交通运输条件有关，“工业多发展于都市中” [10](p12)。但是，他也指出了欧美国家工业向都市外移动的趋势，并指出都市地租昂贵、生活费用高昂等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同时，都市也存在着吸引工业的因素，如能迅速提供工业发展所需原料和人力等。上述正反因素的交互影响，使得“都市的附近都有一些工业市镇” [10](p12)。
吴景超探讨了都市布局规划的一般规律，提出了都市区域五圈布局论主张。即：第一道圈为商业区域；第二道圈为工业区域与贫民住宅区域之混合；第三、四道圈为住宅区域；第五道圈为工业区域。在此，吴景超运用了德国经济学家杜能的古典区位理论，同时结合欧美发达国家的实践，提出了在当时的中国相当超前的都市区域布局思想。
2.“众建工业区”和“整套工业”论
抗战爆发使得吴景超对区域布局进行了更为成熟的思考，所倡导的“众建工业区”和“整套工业”论是吴景超更为宏观的区域经济思想，同时也是他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
科学合理的区位布局、全面系统的发展规划是工业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他提出，工业区位布局和发展规划的原则应是“第一要顾到经济的条件，第二要考虑国防的安全”。达到这两个目的的办法就是“在中国境内分建若干工业区，而非如过去的集中于沿江沿海，也不是如少数人所提倡的集中于内地”[11]。他在考察英国、德国和苏联三国产业布局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在中国构建“众建工业区”和“整套工业”的科学主张。所谓“众建工业区”构想，即主张将中国划分为七个工业区[11]：1）东北区，包括黑龙江、辽宁、吉林各省;2）华北区,包括察哈尔、绥远、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六省;3）西北区,包括宁夏、陕西、甘肃、青海、新疆五省;4）华东区,包括浙江、江苏、安徽三省;5）华南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6）华中区，包括湖北、湖南、江西三省;7）西南区,包括四川、西康、贵州、云南四省。上述七个区域虽然资源禀赋上各有不同，但均具有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产丰富等特点，具有发展工业的潜力。合理“利用这些区域中的人力，加上新式的生产工具，来开发这些区域中的资源”，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头等的富强康乐之国” [11]。吴景超认为，在工业区域规划的基础上，中国应参考工业发达国家工业部门自成体系（他称之为“整套工业”） 的发展实践经验，构建中国的“整套工业”，以改变中国工业不成系统、重视轻工业忽视重工业、工业结构失衡等状况。他提出，“整套工业”包括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动力工业、化学工业、兵工工业、食品工业、衣着工业、建筑工业、交通器材工业、印刷工业等十个部门，各类工业可再分为若干种。他主张在每一区域都要因地制宜地发展这些工业。诸如：冶金工业中的钢铁工业是各种工业的基础，除西北区域还没有发现大规模的铁矿外，其他各区域均有可能，但仍应该仔细研究在各区域设立钢铁厂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围绕各区域的钢铁厂，可以设立一些机器厂，但“各区的机械厂，可以看当地的需要，制造各种生产工具”；动力工业中的电力厂也应在各区设立；为保障国防安全，兵工工业的各式工厂也应在各区设立；其余各类工业“在各区中都可以有若干代表，但其性质却不一定相同” [11]，即在各区域也应因地制宜地、或多或少地设立。按照这样的设想和规划，吴景超认为，“每一个区域中的资源，都可以开发，结果一定可以加增各区人民的收入，提高其生活程度”，“各区的工业，可以说是巩固国防的，也可以说是改善民生的” [11]。吴景超关于产业运动与经济区域发展互动关系系的论述，揭示了复杂的区域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三、结语
综上所述，吴景超经济思想的突出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
（1）吴景超的经济思想涉及工业、农业及区域等诸多方面，是一个相对完善的体系，包含许多丰富的时代内容。他强调，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要实现国家富强，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工业化的路径必须优先发展以国防工业为主体的重工业，次则发展轻工业；工业化是“整套经济”系统；坚持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经济建设规划的调控导向等。
（2）吴景超洞察到农业、农村问题是左右中国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他对“以农立国”主张始终持批驳的态度，认为都市与农村之间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12]，他主张通过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即通过工业化及城市化吸纳农村的剩余人口，通过都市工业化引发农村的工业化。
（3）吴景超的都市及其附庸关系论、“众建工业区”和“整套工业”论均具理论创新特色，是民国时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城市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经济区划理论和产业布局理论，是民国时期宝贵的区域经济思想、产业经济思想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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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Scholar of Republic of China Wu Jingchao’s Economic Thoughts
Sun Zhi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

Abstract: Wu Jingchao is not only the founder of the sociology in China, but also a erudite and outstanding thinker in industrial economics. His economic profession in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and along with every stage his economic thoughts became more and more thorough and maturity. Using the term “thoughts of economic thoughts” in broad sense, This paper confers Wu Jingchao’s thought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oughts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thoughts of regional economics, then comments his policy proposition.

Key Words: thought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thoughts of industrial economics；thoughts of regional economics

(作者简介：孙智君（1969— ），女，湖北洪湖人，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硕导，研究方向：产业经济学基本理论及应用、区域产业经济分析与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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